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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来利用“互见”及类书等材料校勘《韩诗外传》的方法与限度问题研究
（首发）

樊东

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
汉代今文三家《诗》学著述流传至今的只有韩婴的《韩诗外传》（下简称《外传》），但历来并不太受学者重视。文献所见《外传》最早的版本是宋代李用章作序并命人在杭州所刊刻的本子，其末题“蒙文相公改正三千余字”
，但此本已经不见存世。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是元代至正十五年嘉兴路儒学刻本，分甲、乙两种
，但也互有残缺，并都经过明代学者修补过，而且元乙本更又经清代黄丕烈等人辗转校勘，已非原版之貌。明代关于《外传》的版本存世最多，却鲜有善本。《外传》在流传过程中出现脱、讹、衍等问题十分严重，清代学者如周庭寀、赵怀玉等人先后对《外传》进行了校勘。其中，周庭寀的校勘主要是利用了唐宋类书征引《外传》文字作为依据，而赵怀玉则主要利用《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新序》、《列女传》等典籍与《外传》互见关系来校勘《外传》。此外还有民国时期的赵善诒也有校勘《外传》的《补正》之作问世
。他们代表清代以来《外传》校勘的最高水平，且其校勘成果大都为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下简称《集释》）所吸收，成为《外传》目前最为通行的本子。《集释》名为“集释”，实则为“集校”，它全面汇集了前人的校勘成果，从这一角度来说，它是有功于《外传》的。但是，许维遹并非仅仅在校勘记中汇集前人的校语那么简单，而是大量吸收前人的校勘意见并将其付诸实践：直接依照这些意见或凭己见而擅改《外传》正文。自《集释》出版以来，学者对其校勘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一些质疑，目前所见有王迈《许着<韩诗外传集释>补证举例》
一文，指出《集释》存在“疏于制度，误断字义”、“事义从同，文辞各异”、“疑衍非衍，疑阙非阙”、“连语偏用，义同全词”、“文义未审，误断句读”、“原系两事，强合为一”、“不明字义，臆断失实”、“原句不误，改字反失”等方面的失误；此外还有学者指出《集释》出版时整理过程中出现的错讹
。就王迈《许着<韩诗外传集释>补证举例》来说，他指出《集释》存在的那些问题中，其实有很多还是有版本依据的，只是《集释》在最后的版本依从上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但是，上述二位先生所关注的问题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本文所要探讨的是《集释》所汇集的清代以来那些对《外传》正文没有版本依据的校改。由此，进一步总结清代以来校勘古籍中的某些“通病”，下文试举例以证。

一、据互见文献校改和增删例

《集释》卷一第十四章：聪者耳闻，明者目见。
《外传》旧本原皆作“聪者自闻，明者自见”。《集释》引刘师培校云：“两‘自’字为‘耳’‘目’之误。《说苑·杂言》篇作‘聪者耳闻，明者目见。’”
《集释》从而改之。

今案：刘师培并未详加考证就指出《外传》此处“有误”，其逻辑大概是“聪”与“耳”、“明”与“目”相对应，故而以《说苑》为正。而向宗鲁先生在《说苑校证》中却指出：“‘耳’字、‘目’字皆当从《韩诗外传》作‘自’。《老子》三十三章：‘自见曰明。’《庄子•骈拇篇》：‘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邓析子•无厚篇》：‘夫自见之明，借人见之闇也；自闻之听，借人闻之声也。’”
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也进一步指出：“徐干《中论·修本篇》：‘夫见人而不自见者谓之朦；闻人而不自闻者谓之聩；虑人而不自虑者谓之瞀。故明莫大乎自见；聪莫大乎自闻；睿莫大乎自虑。此三者举之甚轻，行之甚迩，而莫之知也。’亦即此意。”
《外传》作“聪者自闻，明者自见”当渊源有自，乃今本《说苑》有误，刘师培不察，许维遹径直从刘师培之说而改之，亦未详察。

《集释》卷二第二十九章：子夏读《书》已毕

此句中及文中“《书》”字，《外传》旧本皆作“《诗》”，《集释》云：“‘读《书》’旧‘读《诗》’。赵本作‘读《书》’，校云：‘“读《书》”本皆作“读《诗》”。案《尚书大传·略说》、《孔丛子·论书》篇皆是“读《书》”。此下所论亦是《书》，其作“诗”者，疑后人习《论语》，因妄改此。今据二书以复其旧。’维遹案：赵校是也，今据正。下同。”许维遹据《孔丛子》及《尚书大传》将此章中“《诗》”全部改为了“《书》”。

今案：仔细考察，不难发现《孔丛子·论书》与《尚书大传》对于这一故事的记载相同，但二者与《外传》此章在文本上并不同。且此章文中有子夏引《诗》云“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疗饥。”下接“夫子造然变容曰：‘嘻！吾子殆可以言《诗》已矣。然子以见其表，未见其里。’”句，而《孔丛子·论书》与《尚书大传》并无子夏引《诗》及下面孔子之语。此章明显是在子夏与孔子讨论《诗》，而不是《书》，如果说《孔丛子》与《尚书大传》所载为故事原貌的话，那么《外传》此章必定是韩婴在故事原貌的基础上经过修改而成，其文中比《孔丛子》及《尚书大传》所多出的“子夏引《诗》”这一环节即是明证。至于许维遹疑《外传》旧本作“诗”字乃后人所改，亦无确凿证据。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诗》”与“《书》”字的差异，差异更在于《外传》比《孔丛子》和《尚书大传》多出文中子夏口头引《诗》的情节
。因此这并不是《外传》流传过程所造成的“文字差异”，而是韩婴本人在故事原材料的基础上所作的加工，这也是《外传》全书的通例
。

《集释》卷六第十七章：故牧者所以开四门，明四目，通四聪也

《外传》旧本原皆作“故牧者所以开四目，通四聪也”，无“四门”及“明”字。《集释》引易顺鼎校云：“此与《虞书》显相违异，或别有据，亦未可知。疑‘开’下脱‘四门’二字，‘四目’上脱‘明’字。通四聪，不作‘达’，与《五帝纪》及《潜夫论·明暗》篇同。”许维遹校曰：“易校是也，《尚书•尧典》篇作‘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说苑•君道》篇作‘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今据补。《后汉书•百官志注》引与今本合，知其脱误已久。”

今案：《说苑•君道》记载周公践天子之位后立牧之事，结尾引《诗》“柔远能迩，以定我王”；而《外传》此章则泛论“王者必立牧”，并未提及“周公”之事，虽与《说苑》在主旨上相差不大，但情节上差异却很明显，文本叙述中的逻辑顺序也不同。且《外传》此章结尾所引《诗》句为“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亦不同于《说苑》。《后汉书注》引《外传》此章与今本同，则证明唐代时《外传》传本亦如今本，而许维遹则说其脱误已久，也是出于主观臆断，没有实际证据。此外，即便不增补此三字，文辞也很通顺，何故增补？易顺鼎疑似之辞，许维遹于校记中存疑即可，何必据之擅改原文？

《集释》卷八第九章：曰：“欲知其子视其母，欲知其人视其友，欲知其君视其所使。

《外传》旧本皆无“欲知其人视其友”句，许维遹校曰：“《说苑•奉使》篇采自本书，作‘故曰：欲知其子视其友，欲知其君视其所使’，又《说苑•杂言》篇：‘孔子曰：不知其子视其所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并有脱文。本作‘故曰：欲知其子视其母，欲知其人视其友，欲知其君视其所使’，‘母’与‘友’‘使’为韵。此乃成语，成语多有韵。《家语·六本》篇作‘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父’亦当作‘母’。今据补。”

今案：许维遹校此处而据《说苑·奉使》篇增补的主要依据是他有一个预设：即《说苑》成书晚于《外传》，那么《说苑》与《外传》中文本关系较近的章节一定是来源于《外传》。实际上，就二书此章互见关系来看，并不是《说苑》承袭《外传》，关于这一点，徐建伟已经作了详细论证
，笔者不再赘述。而且《文选•四子讲德论注》
、《太平御览•奉使部三•奉使下》
引此章皆无“欲知其人视其友”句，皆与今本同，亦可见唐宋时《外传》旧本如此，不应该据《说苑》增补，此处与《说苑》之间的差异，在校记中存录即可。

《集释》卷六第二十七章：晋平公游于西河而乐

《外传》旧本皆作“晋平公游于河而乐。”并无“西”字。许维遹校曰：“《新序·杂事》一有‘西’字。今本《说苑·尊贤》篇亦脱‘西’字，而《御览》四百七十五、《后汉书•班彪传》、《循吏传》注、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七引《说苑》并有‘西’字，今据补。”

今案：《新序》与此章关系较近，有“西”字，与《外传》旧本不同。许维遹虽言《说苑·尊贤》篇旧本有“西”字，然其所载之事归之“赵简子”而非“晋平公”，与《外传》此章所载并非同一事。且《外传》此章见于《文选•荅魏子悌注》
《文选•陶征士诔注》
及引，以及《艺文类聚·鸟部上·鹤》
、《群书治要》
、《太平御览·羽族部三·鹄》
等类书征引，皆无“西”字。旧本如此，亦无必要据他书增改，存疑可也。

《集释》卷八第四章：齐崔杼弑庄公。荆蒯芮使晋而反，其仆曰：“崔杼弑庄公，子将奚如？” 荆蒯芮曰：“驱之。将入死而报君。”其仆曰：“君之无道也，四邻诸侯莫不闻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难乎？”

《外传》旧本皆无“其仆曰：‘崔杼弑庄公，子将奚如？’荆蒯芮曰：‘驱之。将入死而报君。’”二十四字。赵怀玉据《说苑》补。许维遹从赵校本，亦增补此二十四字。

今案：此二十四字不补亦通。《册府元龟•陪臣部•死节》征引《外传》此章时就没有这二十四字。如前所述，《外传》中故事情节简省是其通例，观此章文字以及与《说苑》对比也可以发现《说苑》此章的情节明显比《外传》更加丰满，当属故事的原貌，其文也必早于《外传》。不仅如此，《外传》此章结尾引《诗》及《易》，而《说苑》互见之章引《诗》及《孟子》，二书此处存在较大差异。赵怀玉和许维遹过分强调互见文献之间的同，而忽视其差异性是其校勘《外传》的失误之处。

《集释》卷八第四章：荆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我能谏。谏而不用，我能去。

《外传》旧本“我”字原皆不重，许维遹校曰：本作“早言我，我能谏”。“我能谏”与下“我能去”一例。《说苑·立节》篇重“我”字，今据补。

今案：许维遹此处校勘于文例上看似通顺，实则有误。盖因断句失误所至，此处当断为“早言，我能谏”，如此，亦与下文“谏而不用，我能去”文例相同。《说苑·立节》作“子早言我，我能谏之；谏不听，我能去”，向宗鲁先生《校证》疑前一“我”字系衍文
，当以《外传》旧本不重“我”字为正。且今检《册府元龟》引《外传》此章并未重“我”字，《通鉴外纪》卷七记载此事亦未重“我”字。《外传》旧本如此，许维遹何必趋同和迷信于《说苑》！当《外传》和互见文献出现差异的时候，为何只想到《外传》可能存在脱文，而没想到《说苑》也有可能存在衍文？

《集释》卷八第四章：遂驱车而入死。其仆曰：“人有乱君，犹必死之。我有治长，可无死乎？” 

《外传》旧本“仆”字上原皆有“事”字。赵怀玉校本将其视为衍文而删去。许维遹校曰：“赵校是也，《说苑·立节》篇无‘事’字，即赵怀玉所本，今据删。”

今案：《说苑·立节》此处作“遂驱车入死。其仆曰：‘……。’”
与《外传》差异不大，然《外传》此处“事”字亦不可删，当断句为“遂驱车而入，死其事，仆曰：‘……。’”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亦如是断句，很通顺，《集释》何必据《说苑》而删字？

《集释》卷八第十章：惜乎不齐之所为者小也。为之大功，乃与尧舜参矣。

《外传》旧本皆无“之所为者小也”六字，赵怀玉校本有，云：“约两书补。”《集释》从之。

今案：此章记载“子贱治单父”，而孔子对其政绩所作的一番评论，“不齐”即“子贱”。赵怀玉所言“两书”是指《孔子家语·辨政》“惜乎不齐之以所治者小也”及《说苑·政理》“惜乎！不齐之所治者小也！不齐所治者大，其与尧、舜继矣”句。从结构上看，《孔子家语》及《说苑》此处当属同一流传系统，二者关系较近，故事情节完整。而《外传》此章则非常简省，当为韩婴本人所作的删改，虽情节不甚丰富，然而整章说理清晰。《集释》本章共据二书增补四十三字，使之面貌几乎同于《家语》及《说苑》，看似合理，却难以使人信服。此处六字也同样不需要增补，当断句为“惜乎！不齐为之大，功乃与尧舜参矣。”《册府元龟·令长部·能政》
引此章文亦无此上述六字可为证。

《集释》卷八第八章：龙文而龟身，燕颔而鸡啄

“啄”字，《集释》：“元本、沈本、张本、毛本同，钟本、黄本、杨本、刘本、程本‘啄’作‘喙’。维遹案：本或作“喙”，误。《御览》九百十五引亦作“喙”，是其误已久。《说苑·辨物》篇作‘燕喙而鸡噣’，‘喙’为‘颔’之误，‘啄’与‘噣’同。”

今案：此章与《说苑》互见章节差异较大，且结尾所引《诗》句亦不同。如果依许维遹所言“‘喙’为‘颔’之误，‘啄’与‘噣’同”，那么何不直接将《外传》“燕颔而鸡喙（啄）”整句直接顺从《说苑》改为“燕喙而鸡噣”？很明显的是“燕颔”与“鸡喙”相对应，作“鸡喙”为是，作“鸡啄”则何解？以“啄”与“噣”相同为据，是强为之解。且今检《艺文类聚•祥瑞部下•凤皇》
、《太平御览•皇王部四•黄帝轩辕氏》
、《太平御览•羽族部•凤》
、《事类赋注•禽部一•凤》
征引《外传》此章皆作“喙”，未有作“啄”字者。

《集释》卷八第二十三章：赐欲休于事父母

《集释》：“元本、沈本、张本、毛本、程本作‘赐休于事父’，钟本、黄本、杨本、刘本作‘赐欲休于事父’。维遹案：本或有“欲”字，与上下文一例。‘父’下当有‘母’字。《荀子·大略篇》、《家语·困誓》篇作‘赐愿息事亲’。‘欲’犹‘愿’也，‘亲’为‘父母’也，今据补。”

今案：《荀子》与《孔子家语》相关章节在故事结构、文中孔子引《诗》以及章节主旨等都相同，或是故事原貌。另外，在故事结构上，《荀子》和《孔子家语》分别言及“息于事君”、“息于事亲”、“息于妻子”、“息于朋友”、“息于耕种”等五事
，而《外传》则仅提及其中的四事，缺失“息于朋友”这一情节。更甚者，《外传》此章中孔子引《诗》分别为“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言事君难）、“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言事亲难）、“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言妻子难）、“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言耕难）。而《荀子》与《孔子家语》中孔子所引《诗》句分别为“温恭朝夕，执事有恪。”（言事君难）、“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言事亲难）、“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妻子难）、“朋友攸摄，摄以威仪。”（言朋友难）、“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言耕难）。相比之下，《外传》缺失一处引《诗》，更改两处《诗》句。

综合上述差异，可见《外传》此章已非原貌，其中缺失的情节和引《诗》环节以及更改的两处《诗》句恐非流传中造成的，结合《外传》的通例来看，这当是韩婴本人所作的简省。故而，此章与《荀子》及《孔子家语》的差异是应该存疑的，不能据彼二书“休于事亲”而改《外传》“休于事父”为“休于事父母”，这种校改也是相当然的做法。

《集释》卷八第二十五章：小棰则待，大杖则逃

《外传》旧本原作“小棰则待笞，大杖则逃”。《集释》：“‘笞’字衍，盖因读者旁注而误入正文内。‘小棰则待，大杖则逃’，相对为文。《家语·六本》篇作‘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文亦相对。《说苑•建本》篇采自本书，作‘小棰则待，大棰则走’，正无‘笞’字，今据删。”

今案：“笞”不仅不是衍文，且“逃”字下似当补“走”字。而许维遹又拘泥于《说苑》，以为其承袭《外传》，故而据之删“笞”字。河北定县汉墓竹书《儒家者言》
与此互见章节作“小棰则待笞，大”，与《外传》相同。如此看来，反是《说苑》脱“笞”字，而非《外传》衍“笞”字。这一点，何直刚先生也早已经指出
，不再赘述。

二、据类书征引校改例

《集释》卷二第二十章：晋文公使李离为理

“理”，《外传》旧本皆作“大理”。《集释》云：“赵本无‘大’字，校云：本作‘为大理’，据《御览》二百三十一引无。”《集释》从赵校本改。

今案：今检《通典》卷二十五、《北堂书钞•设官部五•廷尉》
、《艺文类聚•职官部五•廷尉》
引皆作“大理”。“大理”。赵怀玉未见其他类书征引情况，仅以《御览》所引而删改原文，有失谨慎。《汉书•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
武帝建元四年复为廷尉。汉代职官有“大理”之称，时间上与《外传》成书年代相近，或本就作“大理”。《新序·节士》与此章互见，亦作“大理”
，惟《史记·循吏列传》作“理”。

《集释》卷三第三章：于是遂谨其礼祑、皮革，以交诸侯；饰其辞令币帛，以礼俊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群臣。行此无几何而疾止。

《外传》旧本“赏”字下皆有“有功遂与”，许维遹校曰：“《类聚》二十引作‘以赏群臣’，与《吕氏春秋》合，今据删。”

今案：《外传》此章与《吕氏春秋》互见章节并非同一故事版本，《艺文类聚》所引虽与《吕氏春秋》同，然《外传》旧本如此，存疑即可，不当据《艺文类聚》所引而删改原文。此句原作“……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有功”，“遂与”断为下句，作“遂与群臣行此，无几何而疾止。”如是断句，于文义十分通顺，《册府元龟》引此文作“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遂与群臣行此，几何而疾止。”
亦无“有功”二字。

《集释》卷六第二十七章：何患于无士乎

《外传》旧本皆作“无患乎无士也”，许维遹校曰：“《治要》、《类聚》九十、《御览》九百十六引作‘何患于无士乎’，《文选》颜延年《陶征士诔》注引作‘何患无士乎’，今据正。”

今案：两种句法，于文义相通，无需据彼改此。在校记中存录即可。

《集释》卷八第八章：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敢不承命！”

《外传》旧本“敢不承命”皆作“不敢不承命”赵怀玉校本删“不”字。校云：“旧本‘敢’删衍一‘不’字，《御览》七十九引无，今据删。”许维遹从之。

今案：赵怀玉所见《御览》引《外传》文，乃是指《太平御览•皇王部四•黄帝轩辕氏》所引，确无“不”字。然《太平御览》共有两处征引此章文，今检《太平御览•羽族部•凤》
所引则有“不”字，与前一处所引相反。而且《艺文类聚•祥瑞部下•凤皇》
、《初学记•鸟部•凤》
所引皆有“不”字。因此，赵怀玉所见《御览》征引无“不”字当是彼处脱漏。因而，此处当从《外传》旧本，不删为是。

《集释》卷八第二十六章：景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

《外传》旧本“引弓而射”皆作“得弓而射”。许维遹校曰：“‘得’当作‘引’，草书形近，《书钞》百二十五引作‘引’。《列女传•辩通》篇同，今据正。”

今案：许维遹所言之《北堂书钞》乃是明代陈禹谟补注本，而宋本《北堂书钞》引此章作“齐景公使人为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景公怒，将杀弓人……”，并未见有“引”字。而且，明代陈禹谟补注本《北堂书钞》所补入的引文也并不是来自于《外传》，而是来自于今本《列女传•辩通》篇，作“晋平公使弓人为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公怒将杀弓人……。”
宋本《北堂书钞》并未征引《列女传》上述文字。许维遹不察，却误以明代所补录之《列女传》文字当成《外传》文字，如此校勘《外传》，可以说是十分不应该的。

《集释》卷十第二十二章：公子晏独奉束帛而贺

《外传》旧本“晏”下有“子”字，无“奉”字。《集释》：“赵本有‘奉’字。校云：《御览》六百二十七引作‘公子晏’，下‘子’字无，下同。旧本无‘奉’字，亦据增。维遹案：《初学记》二十四、《事类赋》八引亦无‘子’字，今据删补。”

今案：删“子”字尚能讲得通，但增补“奉”字则难以确定。赵怀玉所言《太平御览》卷六百二十七即《太平御览•治道部八•赋敛》
，确有“奉”字。但今检《太平御览•居处部十九•府库藏》
、《太平御览•火部一•火上》
亦引此章，却无“奉”字。且《北堂书钞•礼仪部六•贺》
、《艺文类聚•火部•火》
、《事类赋注•地部三•火》
、《古今事文类聚续集》
所引此章则都没有“奉”字。赵怀玉未察，而许维遹亦未详察，仅以《御览》一处引文就作校改，失之谨慎。而且从语法上说，无“奉”字亦通。

三、所据版本失误例

《集释》卷六第七章：《诗》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孙承承，万民靡不承。”

“承承”，旧本作“绳绳”，赵本据《诗考》改作“承承”。

今案：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云：“‘承承’，元本如此，明刻诸本皆作‘绳绳’，与今《毛诗》同，赵本据《诗考》改作‘承承’，而不知元本作‘承承’，无烦据《诗考》改字也。”
赵怀玉在校勘《外传》时并未见到元本，而许维遹所参校的元本，实乃秦更年翻刻，已从明本改作“绳绳”，亦未见元本原貌。

《集释》卷七第九章：君又并覆而有之

许维遹校曰：“‘有’旧作‘育’。诸本皆作‘育’，元本作‘有’。” 

今案：今检元明旧本皆作“育”，未见有作“有”者，秦更年翻刻元本所造成的形误，《集释》从之，以至于以讹传讹。 

《集释》卷七第二十一章：不为危‘[image: image1.png]


’行

许维遹校曰：“‘[image: image2.png]


’，旧作‘激’。诸本亦作‘激’，元本作‘‘[image: image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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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本或作‘激’，盖后人罕见‘‘[image: image5.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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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形近而妄改之也。《御览》四百二十九引作‘易’，‘‘[image: image7.png]


’’‘易’古通用，今据正。” 

今案：明代诸本皆作“激”，元至正十五年嘉兴路学刻明修本作“易”。而袁廷梼旧藏黄丕烈校补元至正十五年嘉兴路儒学刻明修本此页缺失，从明代诸本钞补，原钞作“激”，黄丕烈校勘时以朱笔改作“易”，而黄丕烈所校勘之元本后为秦更年翻刻，不知何以又误改作“[image: image8.png]


”？ 

结论

上述所列举的例子足以看出清代以来，学者在利用互见文献和古注及类书征引来校勘《外传》中所出现的问题。笔者比勘之后作粗略统计，发现仅《集释》所吸收的清代学者以及许维遹本人据这些材料对《外传》原文所作的校改就有300余处
、增补1000余字、删除近100余字，而实际数字并不止这些。这不免使人再次想起宋代李用章刊刻《外传》时，仅校正文字就达3000余字。这些学者的整理和刊行，对于《外传》的流传可谓有功，然而如此大量增补、删改《外传》原文，亦可谓是《外传》之一大劫。其弊端显而易见，仅就上述所列举的例子，略作如下总结：

首先，利用互见文献校勘《外传》问题。互见问题是先秦两汉古书中常见的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很难一下子说清楚。这主要是缘于古书亡佚太严重，尤其是汉代以前的典籍，存世甚少，能幸存下来的也都经过了长期的流传，距离原貌有一定的差距。如果仅以存世的先秦两汉古书来推断他们之间互见章节的关系，则无异于管中窥豹。而以往学者往往简单地以成书时间为线索来判断彼此之间的关系，如《外传》中的相关章节应该来源于《荀子》，又如《说苑》及《新序》中的相关章节应该来源于《外传》。带着这种预设来校勘古书，无疑会使这些古书之间原本存在的合理性差异逐渐减小，趋同性越来越明显。

这种单线联系出现的根源或许是学者忽略古书亡佚的复杂情况。如上述《集释》卷八第二十五章“小棰则待笞，大杖则逃”，许维遹即简单地认为《说苑》该章节是来源于《外传》的，因此当据《说苑》删《外传》中“笞”字，殊不知《孔子家语》也与其存在互见关系，即便《孔子家语》的真伪在当时难以判断，那么定县汉墓竹书《儒家者言》的出现应当可以说明问题。很难说《说苑》不是来源于《儒家者言》，或者其他已经亡佚的古书。遗憾的是，许维遹未见到《儒家者言》，而对《孔子家语》又不相信，只能将《说苑》彼章的材料来源归到《外传》上了。又如《外传》中有两章记载了孔子弟子宓子贱的事迹，而这两章又同时见于《说苑》，能简单地认为《说苑》这两章也是来源于《外传》吗？殊不知《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宓子》十六篇，很难说《外传》和《说苑》中的这两章不是同源于《宓子》。《外传》卷八有“魏文侯问狐卷子”章和“魏文侯问李克”章，卷九有“魏文侯问于解狐”章（又见《韩非子》及《说苑》），卷十有“魏文侯问里（李）克”章（又见《吕氏春秋》、《淮南子》、《新序》），这些章节的内容非常有可能来源于《汉志》中所著录之《魏文侯》一书，其中涉及李克的章节或许也有来自于《李克》一书的可能。然而上述古书皆已亡佚，不好坐实。但是，学者在从事相关研究之时，应当存有“古书亡佚”的意识，不能仅局限于今日所见之古书
。即便《外传》与《荀子》、《说苑》、《新序》等书在某些章节上的确存在承袭关系，但这也不能随意据以校改《外传》。因为今本诸书大都经过西汉晚期刘向的整理，与韩婴所生活的西汉早期所见到的古书是否属于同一传抄系统？这个问题无法回答，也难以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即便彼此属于同一传抄系统，但各自经过了长期的流传，也很难完全保存其本来面貌；以今本《荀子》、《说苑》、《新序》等文献来校改《外传》，能恢复《外传》古本面貌吗？例如上述《说苑》中无“笞”字，或许也是其在流传过程中造成的脱漏，已非原貌，许维遹岂可据而删改《外传》？

进一步说，诸书在各自流传过程中出现一些文字差异是难免的，但也不能每遇到差异就从《外传》身上找原因，以为此必又是《外传》出了问题，仿佛出现脱、讹、衍的都是《外传》、而其它互见的古书则“完好无损”一样。而实际上，我们在分析差异性原因的时候，说《外传》某处有脱文的同时，也难以排除《说苑》等文献也可能有衍文。如前文所举《集释》卷八第四章“早言我，我能谏。谏而不用，我能去”句，文中原本不重“我”字，许维遹以为有脱文，并据《说苑》增补。许维遹以为二书的差异在于《外传》脱“我”字，而真实的情况却是今《说苑》衍一“我”字。因此，在利用互见校勘《外传》的时候既要考虑到《外传》的问题，也不能忽视相关互见文献的问题，因为它们也经过了长期的流传，并非“完美如初”。

其次，以古注和类书征引《外传》文字校勘《外传》问题。卢文弨在《与丁小雅论校<方言>书》中说：“大凡昔人援引古书，不尽皆如本文，故校正群籍，自当先从本书相传旧本为定。况未有雕版以前，一书而所传各异者，殆不可以遍举，今或但据注书家所引之文，便以为是，疑未可也。”
卢氏正是指出了利用古注及类书校勘古籍的弊端。今检唐宋类书征引《外传》文字
，各家所引差异各等，简略不一；更有甚者，也有一书两次或两次以上地征引《外传》同一章，而之间差异颇大的现象也较多，难以取舍。

第三，校勘《外传》当广集旧本，择善而从。但从周庭寀、赵怀玉到许维遹都在旧本选择上有不足之处。如赵怀玉根本就没有见到过《外传》元本，元本虽有残缺，但其优势之处也为诸明刊本所不具备。许维遹所谓的元本也只是秦更年翻刻的本子，而这个本子实际是元乙本，原有残缺并经过黄丕烈等人校勘过，秦更年翻刻之后又据明刻诸本有所改动。又如，许维遹对《外传》版本源流并没有彻底搞清楚，其所参校之“《学津讨原》刻元刘节斋手抄本”（许维遹简称“刘本”），实际并非元代手抄本，而是来源于毛晋《津逮秘书》本的又一明刻本。屈守元对许维遹这一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于《外传》版刻之蒙昧，实无可解喻已……。”

清代学者朱一新也曾痛斥清人校勘古籍的这些弊端，他在《无邪堂答问》中说：“国朝人于校勘之学最精，而亦往往喜援他书以改本文，不知古人同述一事，同引一书，字句多有异同，非如今之校勘家，一字不敢改易也。今人动以此律彼，传辄改订，使古书皆失真面目，此甚陋习，不可从。凡本义可通者，即有他书显证，亦不得轻改，古文词义简奥，又不当以今人文法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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